

团队情境下差异化员工正念对创新的影响
——差异化领导信任的匹配作用和差异化二元工作激情的中介作用
王萍，陈超颖
（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基于个体-团队匹配理论，聚焦团队交换中的差异化，构建差异化员工正念、差异化领导信任、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和差异化强迫型激情4个团队变量，收集272个团队的领导-下属配套问卷数据，通过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发现：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的匹配性是导致员工二元工作激情差异化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通过差异化二元工作激情对团队创新绩效产生复杂影响。具体而言：（1）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越匹配，团队创新绩效越低。（2）在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的情形下，相较于“高正念差异-高信任差异”，“低-低”情形下的团队创新绩效更高；相较于“低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高-高”情形下的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和差异化强迫型激情均越高。（3）在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不匹配的情形下，相较于“低正念差异-高信任差异”，“高-低”情形下的团队创新绩效更高；而相较于“高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低-高”情形下的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和差异化强迫型激情均更低。（4）在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性对团队创新的影响中，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差异化强迫型激情均能发挥中介作用。因此，为了激发员工工作激情、提升团队创新，管理者需要重点关注团队内部的差异化，通过完善检测系统、强化员工正念培训、优化员工激励等方法，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管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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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ifferentiated Employee Mindfulness on Innovation in the Team Context：Matching Role with Differentiated Trust in Leader and Mediation Role of Differentiated Dualistic Work Passion
Wang Ping, Chen Chao 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dividual-team fit and social exchange differenti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four team variables such as differentiated employee mindfulness(DM), differentiated trust in leader(DT), differentiated harmonious passion and differentiated obsessive passion，and then collects leader-subordinate matching questionnaire data of 272 teams. By using polynomial regression and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fitting of DM and D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leads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mployee dualistic work passion. It can have a complicated impact on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differentiated dualistic work passion. In particular: (1) the congruence between DM and DT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2) In the case of the congruence of DM and DT, the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higher when "low DM-low DT" than "high DM-high DT"; Compared with "low DM-low DT", "high DM-high DT" leads to higher differentiated harmonious passion and differentiated obsessive passion. (3) In the case of mismatch between DM and DT,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higher when "high DM-low DT" than "low DM- high DT"; Compared with "high DM- low DT", both the differentiated harmonious passion and differentiated obsessive passion when "low DM- high MT" are lower. (4) Both differentiated harmonious passion and differentiated obsessive passion can mediate the interaction of DM and DT on team innov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passion of employees and enhance team innovation, manag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iation within the team, apply well-established monitoring systems, employee mindfulness training, employee motivation and other methods in practice, and make management decisions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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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bookmark: _Hlk115983790][bookmark: _Hlk115983728]根据人-环境匹配理论，在探讨员工个体特质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时，不应忽视组织环境的边界条件[1]，而差异化是一个重要的情境构念，从团队层面体现了社会交换理论的核心内容[2]，差异化的组织环境的作用机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聚焦于组织中的“差异化”情境，从团队层面出发，在横向角度构建“差异化员工正念”，同时在纵向角度构建“差异化领导信任”的概念，分别解释团队内部员工正念的差异程度和团队内部员工对领导信任的差异程度，从而深入探讨差异化员工正念与差异化领导信任不同匹配组合的纵横交互作用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
正念表现为“对现状不加任何主观评断地意识和注意”[3]，它能够提高个体认知的灵敏度以及对新奇事物的注意力[4-5]，积极影响员工幸福感与工作投入[6]。目前，正念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有学者从领导视角切入发现，领导正念能够正向影响员工工作绩效[7]、促进员工创新行为[8]。亦有学者从员工角度出发证实，员工正念能够提升其角色内绩效[9]、降低员工心理压力[10]，同样也能够促进员工创造力。可见，在个体层面，正念是员工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随着个体正念研究的不断发展，学者认为应关注更高层面（如团队或组织）的正念，从而更加全面地、深入地理解各层次正念的内涵和影响[11]。Yu等[12]正式提出了“团队正念”的概念，并在研究中发现，团队正念与团队关系冲突呈负相关。对于个体正念如何影响团队正念，Liu等[13]发现团队成员之间个体正念的累积（即团队内个体特质正念的平均水平）减少了团队内部的关系压力，进而增强了团队正念；而团队个体正念多样性（即团队内个体特质正念的差异化）起到了调节作用。可见，团队内个体特质正念的差异化是研究团队层面正念影响的关键因素。当团队个体正念多样性较低时，团队平均个体正念通过降低关系压力对团队正念造成更强的影响[12]。可以推断，当团队内个体特质正念的差异化程度较低时，成员之间的关系冲突会降低，彼此的信息交流更频繁，有利于团队创新。由此，本文构建“差异化员工正念”概念，以描述团队成员正念的差异程度，试图探究其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
组织实践中，团队创新还会显著受到领导信任的影响[14-15]。领导信任是组织中一种垂直向上的信任，即员工对领导的信任，其对创新的影响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16]，却鲜有研究进一步辨析团队成员对领导信任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团队带来的影响。因此，本文构建“差异化领导信任”概念，以描述团队内部各个成员对领导信任的差异程度，试图探究其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
正念在概念的定义上反映心理学领域的两大元素：“接纳”和“不评判”[17]，这种“不加评判地接纳”反映的恰是信任。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正念与信任是如何交互影响创新的。基于社会交换差异，学者发现领导-成员交换差异化对团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18]，团队-成员交换差异化与团队创造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19]。可见，无论是从上下级交换角度，还是从团队成员同级交换角度，团队中的差异化情境会显著影响到团队创新。因此，本文将运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的研究方法，试图解析差异化员工正念与差异化领导信任相互交织的耦合作用会如何影响团队创新绩效。
那么，差异化员工正念与差异化领导信任的匹配性如何作用于团队创新绩效呢？基于自我调节理论，不同人格特质的员工对工作本身及组织氛围会产生差异化感受，进而会影响其工作激情，并对员工创造力产生影响[20]。基于自我表现理论，性别多样化会通过激发团队激情而间接影响团队创造力[21]。可见，工作激情是研究创造力与创新的关键中介变量。而对于团队层面而言，团队成员由于对团队工作激情的感知产生了情绪共情，这种共情将进一步塑造个体激情，而由于个体特质不同，认知能力不同，其工作激情也会存在差异，对员工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22]，从而对团队绩效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因此在分析差异化员工正念与差异化领导信任的匹配性对团队创新的影响机制时，有必要深入探究团队成员工作激情的差异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1 理论基础与假设
1.1理论基础
（1）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中的差异化，可分为领导-成员交换差异化[23]与团队-成员交换差异[24]，两者分别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阐述了团队上下级和团队成员同级之间交换关系在质量上的差异。但二者在构念上较为笼统，学者们从领导角度将领导-成员交换差异化进一步发展，构建差异化变革型领导[25]和差异化授权型领导[26]，以此研究领导风格对下属的差异化影响。对于团队-成员交换差异化的拓展性研究目前较为缺乏。基于此，本文从团队上下级交换角度构建“差异化领导信任”，从团队成员之间交换角度构建“差异化员工正念”，试图明晰团队构念在差异化情境下的复杂作用机制。
（2）个体-团队匹配理论
[bookmark: _Hlk114582388]Werbel和Johnson[27]在“个体-环境”匹配概念基础上提出了“个体-团队”匹配，并将其定义为组建团队时团队成员之间的匹配，包括一致性匹配与补充性匹配。其中，一致性匹配是指团队成员之间特征的相似性；一致性的反面即是差异化。基于此，本文将差异化员工正念与差异化领导信任划分成4种组合（如图1所示）：低员工正念差异-低领导信任差异（低低，低水平匹配）、高员工正念差异-低领导信任差异（高低，不匹配）、高员工正念差异-高领导信任差异（高高，高水平匹配）和低员工正念差异-高领导信任差异（低高，不匹配），以此探究差异化员工正念与差异化领导信任的交互作用对团队创新绩效的驱动机制，以及对团队中员工二元工作激情差异程度的影响机制。
低正念差异-
高信任差异

高正念差异-
高信任差异
高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
低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
差异化员工正念
差异化领导信任
 

[bookmark: _Hlk114584784]图1 差异化员工正念与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情况
1.2 研究假设
1.2.1 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性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
	正念是指一种有意识地觉察、活在当下及不做判断的状态[28]，员工正念是一种有助于员工增强工作投入、优化内部发展的“心理资源”[29]，使员工更好地注意到自己的精神控制的存在，通过提供意识到什么是可控的、什么是不可控制的，从而增强自身对组织环境的把握和自我调控能力[30]。员工正念能够通过提高创造力自我效能感[32]、增强心理弹性和减少认知偏差[33]，从而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31]。领导信任指下属对领导者的行为给予较高的期望和良好的愿景，所以他们愿意冒险去接受彼此行为的心理状态[34]，对员工创新绩效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当下属对领导信任程度越高时，员工创新绩效也越高[35]。
	正念作为一种心理品质，存在个体差异性（特质正念）[29]。同样，团队成员对领导信任也存在程度差异。在特质激活理论中，个体行为会受到与之相关的情境因素的激发，由于特质的个体差异性，不同个体的同一特质在相同的情境下也会存在特质激活程度的差异[36]。由此，参考李绍龙[26]对“差异化”概念的架构方式，将“团队内员工正念的差异程度”定义为“差异化员工正念”，其值越大，表示团队内员工正念的差异程度越大；将“团队内部的下属对领导信任的差异程度”定义为“差异化领导信任”，其值越大，表示团队内部的下属对领导信任的差异程度越大。
那么在团队内部，成员个体间的正念差异程度和领导信任差异程度会如何影响团队创新绩效呢？研究发现，由领导-成员交换差异水平上升造成的团队内部的不同情绪，可能会阻碍团队沟通，导致成员对团队领导者信任水平下降，进而对团队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37]。由此推断，当团队成员个体正念差异化程度和领导信任差异程度都较低时，团队内部的压力较低，削弱了成员间的交流意识和分享意愿，导致团队活力降低[37]，从而降低了团队创新绩效。因此，团队创新绩效会受到员工正念差异和领导信任差异的耦合作用，当员工正念差异程度和领导信任差异程度越契合，团队的创新绩效越低。综上提出假设：
H1a：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越匹配，团队创新绩效越低。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团队-成员交换差异水平提升，团队成员间交换关系差异进一步增大，这使得团队成员间拥有的组织资源差异性增大，从而导致团队创新水平较低[38]。当团队内个体正念差异化程度和领导信任差异程度都较高时，团队内部压力较大，员工因资源的争夺导致冲突加剧、不公平感提升[39]，从而损害团队创新绩效。而在“低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时，团队成员无论特质还是行为之间的差异都较小，团队氛围更加和谐融洽，成员之间更愿意互帮互助，领导也愿意与下属坦诚沟通，并提供资源与协助，团队创新绩效因此更高[37]。由此提出假设：
H1b：在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的情形下，相较于“高正念差异-高信任差异”，“低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时的团队创新绩效更高。
在“低正念差异-高信任差异”情形下，员工个体在心理状态上差异较低，但对于领导的信任程度各有不同。研究发现，团队领导差别对待员工时的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下属对领导的信任，从而降低团队创新绩效[40]。而在“高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情况下，即使员工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能力有差异，对领导的信任仍具有相似性，更能团结一心，劲往一处使，从而提高团队创新绩效。团队内部较低的信任差异能够营造较为和谐、轻松的氛围，那么这种情况下团队的创造力需要高差异的正念水平来激发。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1c：在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不匹配的情形下，相较于“低正念差异-高信任差异”，“高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时的团队创新绩效更高。
1.2.2 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性对差异化二元工作激情的影响
二元工作激情是指和谐型激情和强迫型激情[41]，和谐型激情指员工发自内心地热爱工作、愿意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且对待工作具有一定自主性和灵活性；而强迫型激情指员工迫于某种压力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何时参与、暂停或终止该项工作不随个人意志转移[42]。在个体层面，正念使得员工拥有自我调控的能力，能够促进工作时的和谐型激情，同时缓和强迫型激情[43]。但由于每位成员正念特质水平不同，工作激情水平也会存在差异。本文将“团队内员工和谐型工作激情的差异程度”定义为“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将“团队内员工强迫型工作激情的差异程度”定义为“差异化强迫型激情”。那么，团队成员间的工作激情差异是否是在差异化的情境下产生的呢？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及其匹配性是描述团队内部横向和纵向交换关系的重要变量，成为本文研究差异化二元工作激情的切入点。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当高地位个体拥有优势资源时，他们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团队工作，更能感受到自己对团队工作的胜任和掌控能力，从而满足自身对胜任力的需要[44]。那么，当员工个体处在其他成员正念水平和信任水平与自身差别较大的团队中，高正念员工由于对领导充分信任，很可能激发更高的工作激情。而低正念员工由于自我调节能力不足，对领导信任也不充分，无法调动自身积极性。这样的高低差距致使工作激情的差异化程度增大。因此，当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越契合，工作激情的差异化程度将会越高。由于二元工作激情是可以同时存在于个体中，两者并不是互斥的关系[42]，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和谐型和强迫型工作激情都表现为对工作的高度投入，因此推断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在不同匹配组合下会对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和差异化强迫型激情产生类似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2a：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越匹配，差异化和谐型激情越高；
H3a：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越匹配，差异化强迫型激情越高。
“低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意味着员工之间相似度较高，此时，团队成员心理特质的相似性使得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比较相像，同时工作过程中由于每位员工和领导的关系亲近程度也相似，因此团队成员之间的竞争也会比较平和，导致工作激情也不会有太大差别。而“高正念差异-高信任差异”时，团队成员的心理状态参差不齐，个体工作激情不但更容易受到团队内其他人的影响，而且也会受到工作外的因素干扰，从而使得个体之间的激情水平差异增大。由此，提出假设：
H2b：在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的情形下，相较于“低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高正念差异-高信任差异”时的差异化和谐型激情更高；
H3b：在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的情形下，相较于“低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高正念差异-高信任差异”时的差异化强迫型激情更高。
当团队成员对领导的信任的水平不一致，此时如果大家有着相似的员工正念，就能够诱发员工公民行为[45]，主动为团队做贡献。在这样的氛围中，首先，低和谐型激情的员工能够被带动起来，每位成员慢慢地体会到自身工作的意义，从而爱上工作，团队内部的和谐型激情差异由此降低；其次，高强迫型激情的员工认为“自己是被强迫工作”的想法会逐渐削弱，团队内部的强迫型激情差异程度也会降低。这意味着，团队中较低的员工正念差异与较高的领导信任差异共存时，不仅能减少员工之间的和谐型激情水平的差距，还能减少强迫型激情水平的差距。由此，提出假设：
H2c：在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不匹配的情形下，相较于“高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低正念差异-高信任差异”时的差异化和谐型激情更低。
H3c：在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不匹配的情形下，相较于“高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低正念差异-高信任差异”时的差异化强迫型激情更低。
1.2.3 差异化二元工作激情的中介作用
	在工作中，员工的和谐型激情意味着员工是发自内心热爱工作的，会将工作与生活两者安排妥当，而强迫型激情意味着员工之所以看重工作是因为工作本身存在某种特定的压力，可能是必须完成相应的绩效[46]。当员工处于高水平正念状态并且对领导的充满信任时，就能够和谐地处理工作中的矛盾与冲突，避免自己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创造性工作中[32]。从此可以推断，在个体层面，二元工作激情在正念、信任的匹配性与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但在团队层面，本文构建的“差异化二元工作激情”描述的是一种团队内部全体员工的二元工作激情的差异程度，其值越大表示二元工作激情差异程度越大，即有的员工具有高水平工作激情，有的员工则工作激情低迷。因此差异化工作激情本质上是从情感层面描述团队工作的激情氛围的。团队层面的激情氛围源于认知、情感、行为或个体成员的其他特征, 通过团队成员之间的交互而被放大，从而表现为一个更高水平的集体现象[48]。研究发现，共享型领导通过团队激情氛围这一情感性的中介对团队创造力产生积极影响[48]。由此推断，团队激情氛围是研究前因与团队创新/创造力之间的关键中介变量，提出以下假设：
H4：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在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性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5：差异化强迫型激情在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性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假设，构建研究模型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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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选取新能源、互联网、通讯、建筑工程及会计服务等行业的员工为调查对象，涉及传统型和创新型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开展了为期4个多月的问卷数据收集和处理工作。被调查团队由1位领导者配对多位下属组成，团队成员数量由3-22位不等。其中，团队创新绩效问卷由团队领导填写，员工正念、领导信任和二元工作激情问卷由员工填写。实际调查310个团队，发放310份领导问卷、2049份下属问卷；其中有效领导问卷272份（即272个团队）、有效下属问卷1641份，有效回收率为87.7%、80.1%。
领导样本特征：男性、女性分别占比71.8%、28.2%；90后、80后、70后、60后领导分别占比11.2%、47.8%、36.7%、4.3%；已婚占比97.8%；专科、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分别占比5.6%、73.2%、21.2%；加入该团队/部门时长10年以上、5-10年或5年以下的人数分别占比32.7%、19.3%、48.0%。
下属样本特征：男性、女性分别占比49.7%、50.3%；00后、90后、80后、70后、60后员工分别占比1.7%、58.8%、29.3%、7.5%、2.7%；已婚占比53.7%；专科、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分别占比14.4%、70.7%、14.9%；加入该团队/部门时长10年以上、5-10年或5年以下的人数分别占比10.7%、16.6%、72.7%。
2.2 变量测量
（1）员工正念。采用Brown和Ryan[49]开发的7题项量表，题项包括“我会机械地做事，而不关心自己在做些什么”等。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8。
（2）差异化员工正念。参考差异化授权型领导的测量方式[26]，将团队内成员报告的员工正念得分的标准差除以平均值，作为差异化员工正念的值。
（3）领导信任。采用马华维和姚琦[50]开发的6题项量表，题项包括“我十分信任团队/部门领导为成员做出的工作安排”等。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8。
（4）差异化领导信任。本文将团队内成员报告的领导信任得分的标准差除以平均值，作为差异化领导信任的值。
（5）二元工作激情。采用Vallerand和Houlfort[51]开发的量表，其中和谐型激情量表包括“该团队/部门的工作能与我的生活和谐共处”等7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为0.909；强迫型激情量表包括“该团队/部门的工作给我一种强迫性的感觉”等7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为0.769。
（6）差异化二元工作激情。本文将团队内成员报告的和谐型激情得分的标准差除以平均值，作为差异化和谐型激情的值；将团队内成员报告的强迫型激情得分的标准差除以平均值，作为差异化强迫型激情的值。
（7）团队创新绩效。采用Welbourne等[52]开发的4题项量表，题项包括“我们团队/部门能提一些新想法”等。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1。
（8）控制变量。由于本研究聚焦于团队内部的匹配效应，因此将领导和下属的个体特征变量做差异化处理，形成虚拟变量，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具体地：
性别差异：若领导与下属性别相同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年龄差异：若领导与下属年龄层次相同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婚姻差异：若领导与下属婚姻状况相同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学历差异：若领导与下属学历相同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团队工时差异：若领导与下属加入团队/部门时长相同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行业差异：将原数据中的“2新能源类行业”、“3互联网通讯类行业”归类为“非传统行业”，并取值为1；将“1建筑类行业”、“4工程服务类行业”、“5咨询服务类行业”归类为“传统行业”，并取值为0。
2.3 分析策略
首先进行数据聚合检验，再利用SPSS 26.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利用AMOS 21.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变量区分效度；最后，参照以往研究[53-54]，采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的方法进行假设检验。
具体步骤：
（1）首先进行多项式回归的前置检验——（不）匹配分析，即自变量X和Y先标准化得到ZX和ZY，然后计算|ZX-ZY|，|ZX-ZY|>0.5的部分归类与“不匹配”，不匹配比例大于10%，匹配研究才更具有实践意义[55]。
（2）将数据进行均值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多重共线性，方便研究结果的解释[56]。
（3）运用SPSS 26.0，进行多项式回归。
以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对团队创新绩效的研究为例，具体回归方程式如下：
团队创新绩效= a0 + a1DM + a2DT + a3DM2 + a4DM×DT + a5DT2 + a6C
[bookmark: _Hlk111390137]其中，DM表示差异化员工正念，DT表示差异化领导信任，DM2表示差异化员工正念的平方项，DM×DT表示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的交互项，DT2表示领导信任的平方项，C表示控制变量。
研究利用层级回归法将控制变量、两个匹配变量（DM，DT）以及平方项（DM 2，DT2）和交互项（DM×DT）分别纳入模型M1和M2进行回归分析，观察M1到M2的ΔR2是否显著，若显著则表明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响应面分析。在响应面分析过程中，需要利用多项式回归系数a0~a5，计算出组合系数，并运用Origin 2021软件画出三维响应面。分析时：（1）先计算沿着不一致性线（DM=-DT）的曲率（a3-a4+a5），若该曲率显著为正，则证明假设H1a成立。（2）接着计算沿着一致性线（DM=DT）的斜率（a1+a2）和曲率(a3+a4+a5)，若该斜率显著为负而曲率不显著，则证明H1b成立；若曲率也显著，则需进一步比较，具体做法是：先分别计算出DM与DT均值，然后将DM均值与DT均值再取平均得到一个中间值，类似地计算出DM与DT标准差的中间值，利用DM与DT均值的中间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的中间值，得到在一致性线（DM=DT）上的一个高点和一个低点，比较两个点在Z轴方向的数值（团队创新绩效），若高点处数值大于低点处数值，则H1b成立。（3）最后计算沿着不一致性线（DM=-DT）的斜率（a1-a2），若该斜率显著为正，则假设H1c成立。
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对差异化二元工作激情的研究与上述分析策略类似。研究利用Bootstrap法进行10000次重复抽样对各组合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
对于差异化二元工作激情的中介效应，研究通过区块变量分析方法[53]进行检验。具体地，先将DM，DT，DM2，DM×DT和DT2五个项的原始数值分别乘以在多项式回归中各自的回归系数，并求和形成一个区块变量，来表示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的匹配性，再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验证性因子分析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员工正念、领导信任、和谐型激情、强迫型激情和团队创新绩效等五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五因子模型拟合度相对较好（c2/df=4.417，RMSEA=0.077，IFI=0.875，TLI=0.863，CFI=0.875），且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而一因子模型拟合度较差（c2/df=14.816，RMSEA=0.154，IFI=0.482，TLI=0.444，CFI=0.48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c2/df
	RMSEA
	IFI
	TLI
	CFI

	五因子(ygzn，xr，hx，qp，tdcx)
	4.417 
	0.077 
	0.875 
	0.863 
	0.875 

	四因子(ygzn，xr，hx，qp+tdcx)
	8.378 
	0.113 
	0.728 
	0.703 
	0.727 

	三因子(ygzn，xr，hx+qp+tdcx)
	9.174 
	0.119 
	0.696 
	0.671 
	0.695 

	二因子(ygzn，xr+hx+qp+tdcx)
	11.842 
	0.137 
	0.595 
	0.564 
	0.594 

	一因子(ygzn+xr+hx+qp+tdcx)
	14.816 
	0.154 
	0.482 
	0.444 
	0.480 


注：ygzn：员工正念，xr：领导信任，hx：和谐型激情，qp：强迫型激情，tdcx：团队创新绩效
3.2 聚合检验
因为差异化员工正念、差异化领导信任、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和差异化强迫型激情由每个团队中所有成员评价的员工正念、领导信任、和谐型激情和强迫型激情得分计算得到，所以需要分别检验员工正念、领导信任、和谐型激情和强迫型激情的Rwg、ICC1和ICC2，是否大于临界值0.7、0.05、0.5[57]。检验结果显示，员工正念（0.926、0.194、0.511）、领导信任（0.920、0.199、0.519）、和谐型激情（0.925、0.218、0.547）、强迫型激情（0.863、0.187、0.528）的Rwg、ICC1和ICC2均大于临界值。表明，团队内员工正念、领导信任、和谐型激情和强迫型激情的评价具有相似性，同时，团队间又具有显著差异性，说明员工正念、领导信任、和谐型激情和强迫型激情可以由个体层面聚合到团队层面，形成差异化员工正念、差异化领导信任、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和差异化强迫型激情的变量。
3.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相关关系如表2所示。差异化员工正念、差异化领导信任和差异化强迫型激情均与团队创新显著相关；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均与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差异化强迫型激情显著正相关。相关关系为后续检验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关系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性别差异
	1
	
	
	
	
	
	
	
	
	
	

	2.年龄差异
	-0.083*
	1
	
	
	
	
	
	
	
	
	

	3.婚姻差异
	0.050
	-0.249**
	1
	
	
	
	
	
	
	
	

	4.学历差异
	-0.076
	0.054
	-0.121**
	1
	
	
	
	
	
	
	

	5.团队工时差异
	0.053
	-0.177**
	0.229**
	-0.141**
	1
	
	
	
	
	
	

	6.行业差异
	-0.192**
	0.216**
	-0.266**
	0.164**
	-0.187**
	1
	
	
	
	
	

	7.差异化员工正念
	0.006
	0.109**
	-0.091*
	0.111**
	-0.093*
	0.002
	1
	
	
	
	

	8.差异化领导信任
	-0.084*
	-0.037
	-0.108**
	0.105*
	-0.120**
	0.135**
	0.243**
	1
	
	
	

	9.差异化和谐型激情
	0.054
	-0.184**
	0.115**
	-0.087*
	0.009
	-0.205**
	0.221**
	0.437**
	1
	
	

	10.差异化强迫型激情
	0.032
	-0.020
	-0.003
	0.020
	0.002
	-0.130**
	0.230**
	0.271**
	0.496**
	1
	

	11.团队创新绩效
	0.003
	-0.135**
	0.151**
	-0.125**
	0.048
	-0.481**
	-0.185**
	-0.138**
	0.010
	0.085*
	1

	均值
	0.540
	0.110
	0.500
	0.660
	0.230
	0.360
	0.096
	0.122
	0.119
	0.144
	3.975

	标准差
	0.499
	0.817
	0.500
	0.475
	0.424
	1.329
	0.062
	0.059
	0.055
	0.069
	1.099


注：1~6为控制变量。*表示p<0.05，**表示p<0.01。
3.4 假设检验
3.4.1 匹配性检验
首先，进行（不）匹配性分析，结果显示，差异化员工正念与差异化领导信任不匹配比例为73.309%，大于10%，说明可以进行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
其次，以差异化员工正念与差异化领导信任为自变量，对团队创新绩效和差异化二元工作激情进行层级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由模型M1到M2的ΔR2（ΔR²=0.004，p<0.05），M3到M4的ΔR2（ΔR²=0.064，p<0.001），M5到M6的ΔR2（ΔR²=0.148，p<0.001），均为显著，因此有必要进行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根据表3中系数和相关数据可以绘制出响应面，如图3、图4、图5所示（图中X、Y轴数值范围是均值中心化处理后所设置，差异化本身并没有负值）。
表3 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结果
	变量
	团队创新
	差异和谐
	差异强迫

	
	M1
	M2
	M3
	M4
	M5
	M6

	控制变量
	性别差异
	0.008
	0.016
	-0.019
	-0.019
	0.039+
	0.081***

	
	年龄差异
	-0.038*
	-0.071*
	0.001
	0.012
	0.017
	0.046

	
	婚姻差异
	-0.044
	-0.028
	0.105+
	0.081***
	-0.051
	0.030

	
	学历差异
	-0.018
	-0.003
	-0.212***
	-0.074*
	-0.225*
	-0.044

	
	团队工时差异
	-0.124***
	-0.266***
	-0.021
	-0.054
	-0.041
	-0.120*

	
	行业差异
	-0.137***
	-0.267***
	-0.005
	-0.022+
	0.018+
	0.007

	常量
	x0
	2.783***
	1.761***
	0.999***
	0.316***
	1.461***
	0.302***

	自变量
	x1DM
	-0.006
	0.042
	-0.031**
	-0.109
	-0.129***
	0.110

	
	x2DT
	-0.304***
	-0.678***
	-0.135***
	0.656***
	-0.158***
	1.469***

	
	x3DM2
	
	0.011
	
	0.099*
	
	0.004

	
	x4 DM ×DT
	
	-0.275**
	
	-0.092
	
	-0.398***

	
	x5 DT2
	
	0.266*
	
	-0.292***
	
	-0.376***

	方程拟合
	R²
	0.185***
	0.189***
	0.043***
	0.107***
	0.064***
	0.212***

	
	ΔR²
	
	0.004*
	
	0.064***
	
	0.148***

	一致性线
（DM = DT）
	斜率（x1+x2）
	
	-0.636***
	
	0.547***
	
	1.579***

	
	曲率(x3+x4+x5)
	
	0.003
	
	-0.285***
	
	-0.77***

	不一致性线（DM = -DT）
	斜率（x1-x2）
	
	0.721***
	
	[bookmark: _Hlk117002796]-0.766***
	
	-1.359***

	
	曲率(x3-x4+x5)
	
	0.552***
	
	-0.101
	
	0.027


注：DM：差异化员工正念，DT：差异化领导信任，DM2：差异化员工正念的平方项，DM×DT：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的交互项，DT2：领导信任的平方项，x0～x5指代各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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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差异化员工正念-差异化领导信任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响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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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差异化员工正念-差异化领导信任与差异化和谐型激情的响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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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差异化员工正念-差异化领导信任与差异化强迫型激情的响应面

由表3中M2结合图3可知：
（1）沿着不一致性线（DM=-DT）的曲率(a3-a4+a5)估计值为0.554，95%CI=[0.286, 0.987]不包含0，表明Bootstrap结果显著，假设H1a成立，在图3中表现为沿着左前方到右后方的响应面上呈现的是一条“U”型曲线。 
（2）沿着一致性线（DM=DT）的斜率（a1+a2）估计值为-0.636，95%CI=[-1.003, -0.306]，Bootstrap结果显著，且曲率(a3+a4+a5) 的95%CI=[-0.110, 0.124]，不包含0，Bootstrap结果不显著，证明H1b成立，在图3中表现为沿着右前方到左后方的响应面大致呈现的是一条下降的直线，即响应面左前方部分要高于右后方部分。
（3）沿着不一致性线（DM=-DT）的斜率（a1-a2）的估计值为0.721，95%CI= [0.210, 1.163]，Bootstrap结果显著，假设H1c成立。图3可见，响应面的右后方部分要高于左前方部分。
由表3中M4结合图4可知：
（1）沿着不一致性线（DM=-DT）的曲率（b3-b4+b5）估计值为-0.101，95%CI=[-0.300, 0.044]，Bootstrap结果不显著，假设H2a不成立。图4可见，沿着左前方到右后方的响应面上呈现的一条不规则曲线。
（2）沿着一致性线（DM=DT）的斜率（b1+b2）估计值为0.547，95%CI= [0.146, 0.879]，Bootstrap结果显著，而该曲率(b3+b4+b5)的95%CI=[-0.402, -0.141]，Bootstrap结果也显著，因此计算得到高点（0.170，0.170）和低点（0.049，0.049），分别代入回归方程得到高点值0.401、低点值0.342，高点值大于低点值，所以假设H2b成立。图4可见，响应面左前方部分高于右后方部分。
（3）沿着不一致性线（DM=-DT）的斜率（b1-b2）估计值为-0.766，95%CI= [-1.045, -0.527]，Bootstrap结果显著，假设H2c成立，在图4中表现为响应面左前方的部分要高于右后方部分。
由表3中M6结合图5可知：
（1）沿着不一致性线（DM=-DT）的曲率(c3-c4+c5) 估计值为0.027，95%CI=[-0.313, 0.628], Bootstrap结果不显著，假设H3a不成立。图5可见，沿着左前方到右后方的响应面上呈现的大致是一条倾斜向下的直线。
（2）沿着一致性线（DM=DT）的斜率（c1+c2）估计值为1.579，95%CI=[1.136, 2.025]，Bootstrap结果显著，而曲率（c3+c4+c5）的95%CI=[-0.923, -0.613]，Bootstrap结果也显著，已知高点（0.170，0.170）和低点（0.049，0.049），分别代入回归方程得到高点值0.548、低点值0.377，高点值大于低点值，所以假设H3b成立。图5可见，响应面左前方部分高于右后方部分。
（3）沿着不一致性线（DM=-DT）的斜率(c1-c2)估计值为-1.359，95%CI=[-1.804, -0.927]，Bootstrap结果显著，假设H3c成立，在图5中表现为响应面左前方部分要高于右后方部分。
3.4.2 中介效应检验
差异化二元工作激情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4所示。差异化员工正念与差异化领导信任区块变量（匹配性）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通过如下机制发挥作用：（1）通过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其中介效应为-0.014，95%CI=[-0.021, -0.006]；（2）通过差异化强迫型激情，其中介效应为0.074，95%CI=[0.013, 0.127]。以上两个置信区间内均不包含0，证明假设H4、H5成立。
表4可见，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性通过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对团队创新绩效造成影响时的中介效应显著为负，说明员工正念差异和领导信任差异的交互作用是通过削弱团队成员和谐型激情的差异程度来提高团队创新绩效的。而通过差异化强迫型激情对团队创新绩效造成影响时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说明员工正念差异和领导信任差异的交互作用是通过增强团队成员强迫型激情的差异程度来提高团队创新绩效的。
表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自变量
	中介变量
	结果变量
	中介效应
	95% CI

	
	
	
	
	BootLLCI
	BootULCI

	[bookmark: _Hlk115135585]DM与DT匹配性
	差异化和谐型激情
	团队创新绩效
	-0.014
	-0.021
	-0.006

	
	差异化强迫型激情
	
	0.074
	0.013
	0.127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差异化和人-团队匹配理论，通过对272个有效团队样本和1641份个体样本数据的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探讨了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的不同匹配性对团队创新绩效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1）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越匹配，团队创新绩效越低。（2）在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的情形下，相较于“高正念差异-高信任差异”，“低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时的团队创新绩效更高；而相较于“低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高正念差异-高信任差异”时的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和差异化强迫型激情均越高。（3）在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不匹配的情形下，相较于“低正念差异-高信任差异”，“高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时的团队创新绩效更高；而相较于“高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低正念差异-高信任差异”时的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和差异化强迫型激情均更低。（4）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差异化强迫型激情可在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性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4.2 管理启示
第一，管理者应该在招聘、考核、晋升等人事活动中引入员工正念与领导信任的周期性检测。在组织实践中，当团队成员正念差异和领导信任差异其中之一较大时，管理者需要警惕另一方的差异不应过大，不然可能会损害整个团队的创新绩效。组织中完善的监控措施可以让管理者及时了解新进员工或团队老人的心理状态，合理做出管理决策。
第二，管理者在安排创新任务时不仅需要关注团队每位成员的个体正念值以及他们对领导的信任程度，还要分析团队的差异化程度，及时使用谈话谈心、员工正念培训、员工激励等方法改善团队关系。一个高正念的员工由于正念特质会天然的更加信任领导，那么为了防止团队中员工正念和领导信任的差异过大，管理者应该通过在员工培育活动中引入正念训练，缩小团队成员间的正念差距。同时，管理者需要尽量关注和照顾每位员工的需求，尽量做到一视同仁，减少团队内部的不公平感，使团队成员们对领导者的信任维持在大致同等的程度，从而维持成员们的工作激情水平，充分发挥团队创造力，促使员工持续稳定地进行创新工作。
第三，管理者需要“对症下药”，根据团队氛围进行差异化管理。当团队中呈现出和谐型的工作激情氛围，员工大多能发自内心热爱自身工作时，管理者需要更加关注员工内心感受，增强员工对创新任务投入的意愿。当团队中呈现出强迫型的工作激情氛围，员工认为自己是被控制地、被强制地努力工作时，管理者可以适度增强高强迫型工作激情员工的被“强迫”感，同时削弱低强迫型工作激情员工的被“强迫”感，使得团队中的强迫型工作激情水平差异程度增大，从而激活团队创新。
4.3 理论贡献
第一，创新性地构建了4个“差异化”变量。上下级互动角度的“差异化领导信任”和团队成员之间互动角度的“差异化员工正念”这两个团队变量，丰富了“差异化”在社会交换理论中团队层面的核心内容；团队情感氛围性质的“差异化和谐型激情”与“差异化强迫型激情”变量，为团队层面差异化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关于差异化员工正念与差异化领导信任间的匹配性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探索，为人-环境匹配理论中关于“个体或团队态度、行为等变化的原因不能简单归因为个体或者环境因素，而是应当归因于二者相互作用共同产生的效应”[58]的经典思想提供了现实证据。
第二，实现了对两个不同变量间的匹配研究。目前有关“一致性”或者“匹配”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以同一变量为基础的[53,59]，而本研究响应了学者对于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可更多地进行两个不同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研究的呼吁[54]，通过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方法实现了差异化员工正念与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性对创新绩效的复杂影响研究。
第三，探索了团队差异化情境下团队创新绩效的驱动机制。目前关于正念与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32,60]，有关团队层面的正念与创新以及正念与工作激情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较少，本研究响应学者关于未来研究应关注更高层面（如团队或组织）正念的呼吁[11]，探索了团队差异化情境下正念、信任对团队创新绩效的驱动机制，并揭示了这种机制中“差异化二元工作激情”的双中介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拨开了团队中正念和信任不同差异程度的交互作用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迷雾”。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第一，虽然本研究在数据收集上花费4个多月时间，但问卷数据仍属于截面数据。未来研究可收集面板数据，通过时序上的动态变化进行纵向探索，也可以通过实验研究和稳健性检验来充分证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本研究将差异化情境作为新变量构建的关键要素，并未探究其对于团队层面变量的调节作用，未来研究可将组织中“差异化”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其对于团队层面正念、信任与创新的作用机理。第三，对于差异化员工正念与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性对创新作用的边界条件也缺少深入挖掘，未来可以从团队和谐型和强迫型氛围的持续时间、领导者与团队成员的沟通频率等角度挖掘适用范围。第四，“差异化”的值大表示差异程度大，说明水平上有高有低，但“差异化”的值小既有高水平的差异程度低，又有低水平的差异程度低。本研究未能解释在“差异化”低的情境下，具体是“高水平的低差异”还是“低水平的低差异”的作用导致了最终的结果，还有待未来研究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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